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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藏傳佛教」，或稱「西藏佛教」，亦有「喇嘛教」、「西藏密宗」等稱呼，是指佛教傳入西藏後發展而成的特殊宗教形態。在佛教傳入之前，藏族有從遠古社會流傳下來的原始宗教，以及大約在西元前傳入藏區的本教，或稱本波教、苯教、黑教等，雙方相互繼承與融合，延續著神靈崇拜與祭祀活動，保留了各種人神交感的巫術儀式，來為民眾誦經招福、占卜休咎與法術治療（註1）。佛教正式傳入西藏地區是西元七世紀松贊干布王執政的吐藩王朝時期，與本教之間有些磨擦與衝突，在二百多年間發生過數次論辯與排佛事件，到了十一世紀以後佛教才再度的傳播與興旺，進而迅猛發展，也與本教有著相互融合的趨勢，彼此不僅有對抗的關係，也存在互補的關係，顯示出佛教與本教有著內在調適的機能（註2）。

西藏佛教由於各地僧人投師之異，學經之別，接受的傳承不同，各自的心得與見解不一致，對外傳授時內容與方式上的差異，導致大小教派的林立，逐漸形成各自的信仰圈與勢力範圍（註3）。，大的教派有寧瑪、噶丹、薩迦、噶舉等派，小的教派有希律、覺域、覺囊等派，後來宗喀巴的格魯派取代了噶丹派，仍維持四大派的格局（註4）。西藏能普遍接觸印度等地的高僧，其譯經活動相當發達，大小乘主要經論已有翻譯，主要以大乘為主兼容顯密各派，特重密宗，在經典、修行次第、儀軌等方面自成龐大的宗教體系。西藏佛教主要繼承了印度佛教最終階段的教義體系，即繼承八世紀後半期至十三世紀初期的印度佛教（註5），其宗教形態不同於流傳於中國的北傳佛教，在派別競興下教勢非常活耀，傳播到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內蒙等地。

當代藏傳佛教再度興起，傳播到世界各地，有著成為全球化宗教的發展趨勢，也是台灣地區新興流行的教派，蔚成出熱絡蓬勃的發展風潮。釋如石將藏傳佛教在台的宣教傳播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50至1982年的「前弘期」，除了格魯、薩迦等派少數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藏僧外，大多以居家的華人為主，密法傳授的較小，集中於北部地區。第二階段是1982年以後，大量的西藏僧侶前來傳教，傳法規模愈來愈大，迅速傳播全省，形成百家爭鳴的弘法興盛景觀（註6）。藏傳佛教有其特殊的教義、修行次第與宣教道場，不同於台灣本土原有佛教生態的文化環境，卻能吸引信眾，開拓出新的發展氣象，是有其獨特的魅力，能對應時代的需求乘勢而起，其興起的文化特質，及其如何面對的社會挑戰，都是值得專門研討的課題。

二、寧瑪派（紅教）的在台發展

    西藏佛教宗派多元並起，各自著書立說與相互論爭，發展出相異的教義體系與修持法門。寧瑪派創於十一世紀，強調其教法是八世紀來到西藏弘法的蓮花生所傳，以繼承與弘揚吐藩時期所譯的密教典籍為主，被稱為舊派。其經典的依據有二，一是從八世紀翻譯成藏文後，在民間經由父子或師徒祕密傳承下來的經典，稱為「噶瑪」。二是蓮花生等人將經典埋於地下或岩洞中經過幾百年被後人重新挖掘出來，稱為「伏藏」。西元747年蓮花生率領弟子二十五人入西藏，提倡大圓滿教，弘揚佛教中論思想，強調觀念修法，淨其各自的智性，離一切善惡正邪的思念，顯現真空的智慧。蓮花生不久即回國，其弟子留下來弘揚佛法，譯了不少中論派的經論（註7）。寧瑪派缺乏中心寺院與傳承宗師，未形成強大穩定的寺院集團，一直是採用分散擴充的發展模式，組織散漫傳承眾多。此派教義龐雜，以「大圓滿法」為其特殊教法，肯定人心即是佛性，自起覺悟就能證得涅槃，其傳承可分為心部、界部與教授部等三部（註8），各有其不同心性境界的師承與修行方法。

    在台灣前弘期的寧瑪派，大多是親近諾那仁波切的漢人居士，大陸解放後，從香港傳入台灣，主要代表人物有屈映光上師與吳潤江上師。屈映光上師1952年由港來台，在北投善光寺、大溪福份山齋明寺、台北菩提講堂、善導寺、新店廣照寺等地傳法，在新店五峰山建立南方寶生佛剎。1972年在中壢元化寺成立法賢學會，不久圓寂，由其弟子林祥煌、張明偉等人續其薪火，其弟子眾多，較為活耀的有黎育晨、歐陽崇光、陳茂清、歐建國等人（註9）。吳潤江上師1958年起由港來台傳法前後七次，1975年在台北與1976年在台中成立諾那精舍，1979年吳潤江上師病逝於香港，由錢智敏、朱慧華夫婦負責諾那精舍的弘法，在台灣設立華藏諾那精舍總舍與七處分舍，以圓覺宗法脈自居。另胡之真、莊明和、陳智權、王智財、黃正男等人自立傳法（註10）。

    也有人專程到海外，接受敦珠仁波切的傳法，返台後成立密教團體，進行積極的弘法活動，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劉銳之上師與韓同上師。劉銳之上師於1959年前往印度噶林邦，追隨寧瑪派敏珠林寺法王敦珠仁波切，獲得教傳派與岩傳派的密法傳承，1965年在香港九龍成立敦珠精舍，1975年在台北市成立金剛乘學會，舉辦首次四臂觀音灌頂法會，積極在各地籌設分會，1979年發行金剛乘季刊，1981年設置密乘出版社，發行金剛乘全集。立法委員韓同修密多年，1972年在香港接受敦珠仁波切的阿闍黎遙灌後，即傳法於苗栗、雲林、虎尾、新竹等地，設立蓮花精舍，徒眾頗多，盛極一時。（註11）。

    1983年後寧瑪派各大小傳承的法王與仁波切紛紛來台發展，導致傳法中心林立。台灣寧瑪派主要有五大傳承：

一、密卓林傳承：由敦珠法王領導，為劉銳之與韓同的根本上師，1984年應邀來台，為台中金剛乘學會新落成的佛堂開光，公開為信眾加持與灌頂傳法。目前直轄的在台傳法中心，是位於台北市中山北路寧瑪巴聞思修佛學會，定期開設藏文與藏文佛經等課程。另有扎珠仁波切、塔千仁波切、堪布仁波切等來台弘法。

    二、白玉傳承：由貝諾法王領導，蔣波羅曾仁波切於1983年首度來台，後以興建西藏佛寺顧問的身分長期在台傳法，1986年在台北縣深坑鄉創建寧瑪巴白玉佛法中心，常住有十多名藏僧，1987年因積勞成疾客死香港。1988年貝諾法王來台主持蔣波羅曾仁波切荼毘大典，接手白玉佛法中心，且陸續在各地設立白玉中心，發行白玉佛法中心雜誌。秋竹仁波切於1988年來台，後在高雄市修文街設立寧瑪巴白玉大圓滿聞解精舍。後陸續有其他白玉傳承的藏僧來台，如丘祝仁波切、開初仁波切、潘諾仁波切等，開出其他白玉傳承的學會與佛法中心，如白玉祥丘達吉林佛法中心、寧瑪巴白玉塔唐佛學會、白玉龍欽寧體法輪佛學院、寧瑪巴白玉淨明園佛學會等。


三、噶陀傳承：1988年偉瑟喇嘛在台北市民生東路成立噶陀佛學院，後在民權東路成立噶陀十方尊勝佛學會，在台北縣汐止鎮成立噶陀仁珍千寶佛學會。另有來自四川省大邑縣白岩寺惟印法師的傳承，於1997年在關廟鄉埤頭村成立金剛寺，1999年惟印法師來台為住持銘傳法師主持陞座儀式（註12）。

    四、雪謙傳承：由頂果欽哲法王領導，在台北市杭州南路設立寧瑪巴雪謙中心，住持為噶瑪喇嘛。


五、卓千傳承：由卓千仁波切領導，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成立卓千佛學會，在信義路二段成立卓千大圓滿吉祥獅子佛學會。卓千仁波切以弟子禮奉侍雪謙傳承的頂果法王至其圓寂，故該學會也供奉頂果法王的法相（註13）。

台灣藏傳佛教團體與單位，以寧瑪派為數最多，其主要的道場條例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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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薩迦派（花教）的在台發展

    薩迦派是十一世紀後期滾嘎寧布所創立，以新譯的密教經典來改革寧瑪派的教法，1073年在薩迦地方建立薩迦寺，逐漸形成薩迦派，因供奉本尊湎喜金剛有青、白、紅等三面色，寺院牆壁也塗上此三色線條，故俗稱花教。薩迦派在元明時代極甚，寺廟遍及前後藏及蒙古、漢地。此派學說是以清辨系的中觀思想，作為解釋密乘的本義，以顯乘的菩薩五位（資糧、加行、見、修、究竟）與密乘四部（作、修、瑜伽、無上瑜伽）對合而修，以菩薩智慧本性光明照耀而入大樂定，達到顯密融合的境界（註14）。其修行次第先顯後密，因偏重不同，後來發展出顯教兩個系統與密教三個支派，密教三支派，為俄爾欽袞噶桑波創立的俄爾派，圖敦袞噶南傑創立的貢噶派，擦爾欽羅賽嘉措創立的擦爾派（註15）。

    前弘期的薩迦派主要集中在十五世明珠仁波切，同時具有格魯派與薩迦派的傳承，格魯派師承自赤江仁波切、林仁波切、達賴喇嘛、格賴仁波切等，薩迦派師承自祿頂堪仁波切、阿旺列巴仁波切、德松仁波切等，1959年明珠仁波切與少數流亡海外藏胞，以康巴族抗暴軍名義赴台安頓，當時僅二十四歲，後曾擔任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在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教授藏文，在總統所賜的天母官邸對前來請法者隨機示教，1974年成立格賴精舍弟子才漸漸增多。1980年應美國藏傳佛教中心邀請赴美弘法，移民美國，但每年會回台灣弘法，1983年弟子們成立西藏佛教會，1988年成立天母明珠精舍，1990年成立漢藏學會，1995年為了興建菩提講堂，成立中華菩提學會，1997年雲林縣林內鄉白馬山菩提講堂落成擔任首任主持（註16）。

    1983年起薩迦派的法王與仁波切紛紛來台設置道場，各自以自己的法脈上師為主，彼此間無統一的規劃與聯繫。最早來的是德松仁波切，由明珠仁波切陪侍與翻譯，傳授觀世音菩薩儀軌與時輪金剛等法。同年薩迦教主達欽仁波切首次來台，後數度應蒙藏委員會邀請來台代表海外藏胞參加十月慶典，在圓山飯店傳授摧魔金剛手與五路財神等法，1987年於台北若水精舍首傳薩迦大法喜金剛大灌頂於25人。薩迦派崔津法王相當重視在台的宣教活動，派薩迦佛學院院長堪布阿貝仁波切代表來台，在台北、彰化等地成立中心，為了日後喇嘛來台登記的方便，成立了台灣薩迦總會。1987年堪布蔣陽西祿繼承德松仁波切遺願來台長住三年，配合百尊大灌頂講授釋迦心法四個月，後又傳廿一度母、五路財神、薩迦十三金法等，多次應邀赴台中、台南等地傳法。三世宗薩欽哲仁波切，自1985年起多次來台，以演講活動為主，能針對當代密宗一些不正常現象與問題提出批判，頗受歡迎，1988年傳授喜金剛大灌頂（註17）。崔津法王親自來台舉行大型傳法活動，如1999年4月在台北市國際會議廳大會堂授菩薩戒、阿彌陀佛灌頂、普巴金剛灌頂與禪觀講授，有二千多人參加。

    薩迦派三大支派的教主與仁波切也紛紛來台，尋求發展，也有相當不錯的弘法成績。一、俄爾支派，或譯為哦巴支派，其長老塔立仁波切於1988年底來台，傳授喜金剛大灌頂等法，其中心道場迅速地在台北、板橋、台中、高雄等地成立，活動力大且能持續經營，如台北市建國北路的薩迦雅典弘法中心與中國藏密薩迦佛學研究會，高雄市的薩迦大慈佛學會，塔立仁波切於1998年5月圓寂。哦巴支派的教主祿頂堪仁波切於1992年首度來台，傳授長達四十天的道果教授，1998年3月至5月舉行大型的道果教授，有二百五十位弟子參與，後在台北市德行東路成立薩迦耶旺傑千弘法中心，派興給喇嘛常駐。二、擦爾支派，或譯為察巴支派，教主究給崔欽仁波切多次來台弘法，成立薩迦福樂圓滿佛學會，1999年初舉行大型的時輪金剛法會，有四千多人參加。三、貢噶支派，或譯為諾巴支派，其法王德遍仁波切1969年在英國傳法，後返俗結婚定居法國，建立諾爾旺遍德林佛學中心（註18），1989年來台後長期居留台灣，除設立佛法中心外，著手整理密藏典籍（註19）。
    薩迦派在傳法的過程中也有台籍的居士或法師，獲得「堪布」、「格西」等學位，如台中市佛陀禪院的主持堪布艮嘎希勒為台籍人士，也有獲得「阿闍黎」、「仁波切」等證書，如台北市林森北路薩迦欽列君嘉法輪中心住持伽光阿闍梨，也為台籍人士。薩迦貢噶佛教中心的主持貢噶學珠丹增仁波切，俗名林文秋，為顯教法師，法名明性，具有堪布資格（註20）。台中市聖德禪寺的聖輪法師，俗名楊贊儒，原為鸞堂的正乩與住持，潛心修密，1993年11月在印度薩迦派法王授與金剛阿闍黎灌頂，得到金剛上師的法位，法名為貢噶仁千多杰金剛阿闍黎，獲得「金剛阿闍黎傳承法位證書」與「千手觀音法寶」，1996年底在印度接受法王為期三個月的密續大灌頂，由其根本上師崔津法王授權其總戒師碌頂堪仁波切，為其剃度，受具足戒。1998年碌頂堪仁波切到台北海天禪寺主持頒授法位儀式，授與仁波切法位（註21）。

    薩迦派主要弘法的團體與單位條列於下：

台北市
密宗薩迦佛學會

藏密薩迦佛學研究會

薩迦福樂圓滿佛學會

薩迦塔爾畢揚澤學會

薩迦諾爾旺遍德林佛學會

藏密薩迦大智佛學研究會

薩迦弘修法中心

薩迦旺則干中心

大直普惠弘法中心

薩迦巴法輪中心

薩迦巴貢噶法輪中心

薩迦欽列君嘉法輪中心

薩迦雅典弘法中心

薩迦巴顯密弘法中心

薩迦耶旺傑千弘法中心

薩迦貢噶佛教中心

佛海禪寺

海天禪寺

福圓善住精舍

薩迦福田精舍

大悲精舍

蓮華映月軒

台北縣
藏密薩迦喜金剛佛學會

密宗大悲法輪協會

希達多本願佛學會

三重大悲願顯密佛學中心

大悲顯密精舍中和薩迦法輪中心

典雅弘法中心

基隆市
海山精舍

苗栗縣
圓滿薩迦總會

台中市
佛陀禪院

佛法山寺

聖德禪寺

雲林縣
中華菩提學會

白馬山菩提寺

彰化縣
彰化薩迦佛學會

台南市
薩迦諾爾旺確林台南道場

高雄市
高雄市薩迦大慈佛學會

高雄薩迦佛學中心

大寶禪寺

四、噶舉派（白教）的在台發展

    噶舉譯為口傳，是指該教派的密法修持全靠師長口傳，門徒心受，形成於十一世紀，創立者瑪爾巴、米拉日巴等人，沿用印度僧人修法時著白色僧裙的習慣，俗稱「白教」。噶舉派一開始就有二個傳承，一是以瓊波為鼻祖的「香巴噶舉」，一是從瑪爾巴譯師卻吉洛卓相傳下來的「瑪爾巴噶舉」，或稱「達波噶舉」（註22）。十五世紀香巴噶舉衰微，達波噶舉則傳承興盛，其下派系繁多，有所謂「四大八小」之說，雖然分出不少支派，主要宗旨仍以奉行語旨傳承的《那若六法》與《大手印》為正修根本，差別的是為了隨順機宜的領悟程度與接受能力，先使用許多善巧的導引方法，因不同的根基與導引方便，各樹獨立的風規，造成派別林立（註23）。目前傳承較盛的有噶瑪噶舉、止貢噶舉、達壟噶舉與竹巴噶舉等四支。

    在前弘期噶舉派的在台發展，主要是早期在大陸追隨噶瑪噶舉派貢噶仁波切學法的漢人居士申學文、張澄基、陳健民等人。1942年申學文至西康貢噶山貢噶仁波切本寺求法三個月，閉紅觀音法三年，1958年從香港來台傳法，在中和成立貢噶精舍，1960年應邀到台南弘法，成立台南貢噶精舍，1994年擴建為貢噶寺，是台南市頗具規模與特色的藏傳佛寺。1980年申學文由十六世大寶法王的剃度，積極地邀請噶瑪噶居派的藏僧來台，如1980年的創古仁波切，是海外流亡藏僧來台弘法的第一人，1981年堪布噶塔仁波切來台，為貢噶精舍新殿佛像舉行開光典禮，1982年巴度仁波切來台，為貢噶精舍新殿主持落成大典（註24）。張澄基十七歲時赴西康貢嗨雪山寺追隨貢噶仁波切學法八年，1945年代表國民政府恭請貢噶仁波切主持護國息災法會，後赴美任教於紐約新學院、賓州 (Pennsylvania)大學等，1963年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設人張其盷邀請在哲學系，教授佛教哲學與比較宗教學的課程，後擔任比較宗教研究所所長，1966年離台返美（註25）。1976年擔任美國佛教會新竹譯經院院長，在台期間傳大手印法，收了一些弟子，有日慧法師在苗栗觀自在蘭若傳法。陳健民1930年間在四川遇紅、白、花等派大喇嘛的灌頂，其中以五世貢噶仁波切傳授無上密法為要，1939年赴西康專修，1947年住印度閉關二十五年，80年代中期來台傳法多次，1987年在美圓寂，遺骨送回金山建塔奉養，其妻陳相攸與弟子徐芹庭仍繼續在台傳法。

    後弘期仍以噶瑪噶舉派勢力最為龐大，大寶法王的四大攝政法王子，夏瑪巴、太錫杜、蔣貢康慈、嘉察等仁波切，都曾應邀來台弘法，如1984年攝政夏瑪巴仁波切，首度來台弘法兩星期，1985年攝政蔣貢康慈仁波切來台，成立台灣噶瑪噶舉委員會，還有創古、噶塔、天噶、巴都、卡盧、貝魯欽哲、達桑、薩傑、宗南嘉措等仁波切紛紛來台弘法。1984年攝政夏瑪巴仁波切派桑桑仁波切長期駐台，開啟仁波切駐台的先例，也有孔達、遷諾、契達、梭多等喇嘛長駐台灣，教導藏文與藏密修法。由於十六世大寶法王轉世意見的紛歧，四大執政各擁立不同的十七世大寶法王造成紛爭，台灣的弘法中心也捲入到這場風波之中，分裂為二。1992年太錫杜仁波切尋獲認證的烏金赤列多傑為十七世法王，獲得達賴喇嘛的承認，以及中共宗教事務局的批准。十四世夏瑪巴仁波切尋獲泰耶多傑為十七法王，台南縣左鎮鄉的噶瑪噶居寺支持後者，1999年11月邀請駐錫印度十七世大寶法王泰耶多傑來台主持「平安超越千禧法會」，爆發了中華佛教密乘噶瑪噶舉學會的正名之爭。

    噶瑪噶居寺是由台籍的轉世活佛洛本依喜旺秋仁波切所住持，俗名為魏呈祥，台南縣永康人，原為民間廣澤尊王的乩童，後接近顯教與密教，1985年夏瑪巴仁波切主動尋訪與開示魏呈祥，1988年為其剃度，1991年夏瑪巴仁波切認證為1910年西藏祖古寺多傑洛本的轉世，在錫金隆德寺為其舉行坐床大典。為了培養台灣藏傳佛教的人才，在噶瑪噶居寺成立了噶瑪師利那瀾陀佛學院（註26），1993年組織中國噶瑪噶居協進會、蔣揚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與台南市戒癮協進會，經常舉辦朝山活動、藏傳佛教研習營、兒童夏令營等活動。另有位在美國接受十六世噶瑪巴剃度的華人，稱為蘇南嘉措比丘，創辦《法露》雜誌，提供有關噶舉派教法的國內外訊息（註27）。

    竹巴噶舉派法王竹遷仁波切相當重視來台的弘教工作，1982年派遣三世噶爾仁波切與十四世拉杭仁波切來台弘法，1985年底法王親自蒞台傳法，後有欽哲依喜、吉噶、旺度等仁波切在台傳法，設立中心，主要有竹遷法王的竹巴噶舉佛學中心，在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設有分會，台北中心住持為蘇南喇嘛，台南中心為切佩喇嘛，組織有中國佛教竹巴噶舉學會、台南市藏密佛學會。另有噶爾仁波切的道場竹巴噶舉噶爾謝祖佛學中心，在台北、台南設有分會。止貢噶舉派來台發展較晚，1987年在台灣有此派小轉世喇嘛喜美的出現，該派有專人前來認定，1988年安陽仁波切來台弘法，1989年止貢法王姜貢仁波切帶堪布和仁波切親自來台傳法，後派朗欽仁波切、努巴仁波切等長駐於台，成立直貢噶舉顯密精舍，指導初級實修四加行等法，法王又派長期閉關實修的滇津喇嘛教導止貢噶舉傳統實修方式，該派較少灌頂與法會活動，重視教理與實修的教學（註28）。香巴噶舉派的卡盧仁波切1982年元月來台舉辦法會，拜會南投水里蓮因寺的懺雲法師，頗得好評，在台北福州街成立台北利生佛學中心，又名達香寺，定期出版佛學刊物，在台中市中工二路成立噶舉自生遍在佛學中心。

    噶舉派主要弘法的團體與單位條列於下：

台北市
噶舉佛學會

噶瑪噶舉協進會

噶瑪達傑確林佛學會

教證法幢佛學會

中國止貢噶舉顯密協會

中華止貢噶舉協會

直貢葛舉甚深圓滿法協會

竹巴噶舉學會

中華藏密大手印五支佛學會

健身強學會

蘇曼佛學會

中華西藏協會

祖普基金會

菩薩書院

嚕瑪噶舉法輪中心

智慧金剛佛學中心

竹巴噶舉佛學中心

白教竹巴噶舉中心

台灣止貢噶舉中心

鐵秋吉林大乘法苑

止貢噶舉顯密精舍

台北縣
直貢噶舉菩慢強巴林學會

大寶法王法輪中心

噶舉利生佛學中心

殊利大手印中心

蓮花生法輪中心

噶瑪三乘法輪中心

噶舉蘇曼三乘法輪中心

桑燈卻林閉關中心

貢噶精舍

正慧精舍

明達佛舍

宜蘭縣
噶瑪噶舉宜蘭行持法輪忠中心

新竹縣
噶瑪卻林佛學中心

台中市
台中竹巴噶舉佛學中心

噶舉自生遍在佛學中心

巴融噶舉如意成就學佛會

密乘噶瑪噶舉學會

台中縣
噶瑪安和利益法輪中心

南投縣
噶瑪噶舉當卡佛學會

嘉義市
嘉義噶瑪噶舉法輪中心

台南市
竹巴噶舉學會

藏密佛學會

噶瑪噶舉寺

重慶寺

貢噶寺

台南竹巴噶舉佛學中心

創古度母佛學中心

台南縣
噶瑪噶居協進會

高雄市
高雄佛教噶瑪噶舉法輪中心

高雄噶瑪喜悅村佛學中心

花蓮縣
花蓮噶瑪噶舉法輪中心

五、格魯派（黃派）的在台發展

    格魯派創始於十四世紀的宗喀巴，晚年在拉薩東北創建了甘丹寺，被稱為甘丹寺派，簡稱為噶魯派，音變為格魯派，意譯為善規派，因其僧人帶黃色僧帽，一般稱為黃帽派，簡稱黃教，是漢人所作的俗稱（註29）。格魯派繼承與發揚噶丹派，加上提倡嚴守戒律與規定顯密修行次第，教勢快速發展，其後弟子人才輩出，發展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與扎什倫布寺等四大寺，其弟子根敦珠巴創立扎什倫布寺，被追認為第一世達賴喇嘛。其弟子克珠曲傑繼任為甘丹寺寺主，被追認為班禪一世，發展出轉世相傳的二大法脈。格魯派由於精密抉擇佛教深隱之義，闡明龍樹父子著作之甚深扼要處，後來成為西藏佛教的主流（註30）。相當重視寺院的教學制度，要修完顯教課程，才有資格修學密教，至少要研讀五部大論：《釋量論》、《現觀莊嚴論》、《入中論》、《俱舍論》、《律經》等，以及菩提道次第十年，方可學密乘法，密法中以《大威德論》、《那洛六法》為最高（註31）。

    西藏佛教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不太友善，只有蒙古的七世章嘉仁波切與五世甘珠瓦爾仁波切隨著國民政府遷台，1959年中共完全控制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初期也禁止藏僧與台灣政府來往，1961年三世格賴達吉仁波切以康巴族抗暴軍名義來台安頓。前弘期的格魯派，主要是以達賴喇嘛控制所不及的西康康巴族的傳承系統。七世章嘉仁波切來台被聘為總統府資政，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連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1957年圓寂，因逝世早，未發展出宣教勢力。五世甘珠瓦爾仁波切繼任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在新店成立了甘珠精舍為弘法中心，是當時藏傳佛教的領導中樞，有不少請益與皈依者，1978年圓寂。格賴達吉仁波切於1974年成立格賴精舍，後移民美國，較少公開傳法。還有一位格魯派藏僧丹吉喇嘛後來還俗，經營租車業，私下傳法，也有一些追隨者。格魯派漢僧君庇亟美喇嘛，俗名為歐陽無畏，1930年畢業於東北馮庸大學政治系，1937在拉薩哲蚌寺出家，1952年離開拉薩時已被哲蚌寺果芒札倉推為當屆的拉然巴格西候選人（註32）。離開西藏進入印度，轉來台灣，1955年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委員兼祕書，1956年受聘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任藏學教席，講授藏文、西藏地理、歷史、文化等科。1975年退休後開始在石碇自宅中依藏文原典傳授一系列的西藏佛學，長期講授印度佛教史、西藏佛教史、基礎因明、宗義、般若、中觀、量論等藏學重要論著，培養了不少人才，如研究藏文的辛勉、蕭金松、龔煌城、孫天心，藏族歷史與文化的王吉林、呂秋文、孫子和、林冠群、馮明珠、王美霞、胡進杉、楊嘉銘、羅桑旦增，研究藏傳佛教的蕭金松、林崇安、陳玉蛟、許明銀、陳又新、葛婉章、張福成，研究西藏現況的林恩顯、張駿逸、廖淑馨等（註33）。

    因政治立場的關係格魯派藏僧來台的起步較晚，但是近年來在發展上有後來居上的趨勢。1985蒙藏委員會邀請格魯派的龍塔仁波切來台，不幸圓寂於台北國泰醫院，以西藏式荼毗塔火化儀式為他舉辦喪禮。直到1988年達賴喇嘛方授意梭巴仁波切來台弘法，他主持國際性「護持大乘法脈聯合會」的弘法組織，先派其弟子義成法師先來台成立藏海學會，義成法師為澳籍比丘，一面學習國文，一面以英文講授「菩提道次第廣論」。同年11月梭巴仁波切首次來台，講授菩提道三要，在台北傳與金剛手菩薩加持灌頂，在高雄澄清寺傳與觀世音菩薩灌頂。藏海學會在1991年達賴喇嘛賜名為「經續佛法中心」，1996年改名為「經續法林」，在台灣有四座道場，成立「台北市護持大乘法脈基金會」，發行法訊與雙月刊，積極推動社區性臨終關懷、身心康復等活動。1993年曾任文化大學校長的傅宗懋成立「中華佛學正覺研究會」，以梭巴仁波切為精神導師，常務理事有何貴良、楊開雲、張釗嘉、邱華君等人。

1997年3月達賴喇嘛首次訪台，帶動格魯派在台發展的機運，1998年達賴喇嘛基金會成立，指派老格西蔣巴嘉措主持，分別講授《廣論》、《攝類論》等，1999年與中華佛學院簽約每年輪派格西再中華佛學院客座教學，2000年11月中華佛學研究所與蒙藏委員會合作舉辦「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簡稱為漢藏班，第一屆漢藏班於2001年9月17日開課，招收九位藏僧，第二屆漢藏班於2002年9月14日開課，招收十八位藏僧，第三屆漢藏班於2003年9月17日開課，招收十四位藏僧，課程主要在培養藏僧中文聽說讀寫等能力，以及介紹台灣本土宗教的發展現況。2004年將漢藏班更名為「漢藏佛教翻譯人才培訓班」，簡稱「翻譯培訓班」，修業年限從一年延長為三年，其目的在培養佛典漢藏互譯的人才，9月13日開課，招收十二位藏僧，經費由蒙藏委員會、蒙藏基金會、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等單位補助。印度達蘭莎拉的西藏教團也派遣兩位僧侶見悲青增與阿旺年札到台北法光研究所學習中文與現代學術研究方法（註34）。

    其他黃教系統也在台成立弘法中心，如格魯派的蒙古傳承咕嚕德望仁波切1990年成立宗喀巴佛學會，禮請印度色拉寺五位喇嘛常駐弘法。慧賢仁波切成立了格魯巴學會，各地設有分會。這些弘法中心大多駐有格西進行教理的研討與傳法。多次赴達蘭沙拉辯經學院學經的漢僧日常法師，成立「福智之聲」，是一個專研《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宗教團體，這個宗教團體下設有福智文教基金會、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里仁有機農產專賣店等單位，有出家眾二百多人，男眾僧團以新竹縣的鳳山寺為基地，女眾僧團以屏東縣的南海寺為基地，與在家居士結合在全省各地廣設《菩提道次第廣論》讀經班，讀經班相當於地區性的弘法中心，目前有一百多個讀經班，有一萬多個的研經成員，分成三個等級，初級班稱為福覺或福妙班，研讀時間三年，中級班稱增上班，對廣論作深入研究，也是三年，高級班稱戒行班，除講授廣論的戒法外，也教南山律儀的在家戒律。最初由法師帶班，後由居士帶班，有著向外擴充的趨勢。大乘四攝協會的修學與弘法方式接近於福智之聲，與印度達蘭沙拉辯經院關係密切，邀請格西來教導學員。

    格魯派主要的弘法團體與單位條列於下：

台北市
經續法林

菩提學會

藏海學會

宗喀巴佛學會

西藏佛學會

普賢王如來佛學會

格魯巴佛學會

金剛乘時輪佛學會

金剛乘吉祥佛學會

佛學正覺研究會

護持大乘法脈基金會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吉祥藏傳黃教學術研究會

西密佛教正心國際文化協會

西密佛教雲慈正覺會

藏傳佛教傳承研究會

漢藏協會

漢藏學會

漢藏文化學會

佛教顯密研修會

福智之聲

大乘四攝協會

甘丹佛學中心

密乘智慧中心

格賴精舍

台北縣
佛教如來功德會

甘丹顯密佛教學會

勝樂金剛佛學會

甘珠精舍

阿彌陀佛精舍

台中市
釋迦牟尼佛中心

新竹縣
鳳山寺

南投縣
中國宗喀巴佛學會

台灣辯經學院

嘉義市
金剛法輪佛學會

高雄市
勝樂金剛中心

智慧金剛佛學中心

高雄縣
福智寺

屏東縣
南海寺

六、藏傳佛教在台發展的背景分析

    藏傳佛教能在台灣蓬勃發展，有其特殊的背景文化因素，黃英傑歸納為三個面向，第一、政治因素，第二、宗教因素，又分為國內宗教因素與國外宗教因素等，第三、經濟因素（註35）。以上三個面向顯示藏傳佛教頗能因應時代的脈動而掀起傳播的熱潮，是配合著天時、地利與人和等諸多有利因素的推波助瀾，其發展現象可以說是極為錯綜複雜，彼此間又是環環相扣，互為因果。本文以條列的方式來勾勒藏傳佛教流傳背景的整體面貌。

    第一、藏傳佛教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雖然藏傳佛教從元代以來就已在漢地流傳，民國以後也有藏傳喇嘛在內地的傳法活動，也有不少漢人入藏求法，奠立了藏傳佛教向外發展的基礎，也有一些歐美學者對藏傳佛教深感興趣。藏傳佛教真正能向海外發展，則是在1959年中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十四世達賴喇嘛率領各派領袖避居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積極地向海外宣教與傳播，尤其在美國勢力相當龐大。最先進入美國的是格魯派，於1958年由旺傑格西創立的美國喇嘛教寺院，是美國第一所藏傳佛教寺院，後在各州設立坐禪中心，1975年成立執金剛智研究所，是該派主要的教育機構。薩迦派1974年在西雅圖成立薩迦德欽曲林，是第一座薩迦佛法中心，在加利福尼亞、威斯康辛、紐約等州建立傳教據點與坐禪中心。寧瑪派的塔通活佛1969年在柏克萊成立西藏寧瑪坐禪中心，後成立佛法出版社與寧瑪佛學院，積極在各地設立寧瑪中心，其他珠堅活佛、頓窮活佛、加措活佛、加珠活佛等都在美國設有弘法中心。噶舉派勢力最為龐大，各分支在美國相當活躍，噶舉派高僧如噶魯活佛、仲巴仁波切、洛珠仁波切、土庫仁波切等，各自開創出不少的禪修中心。在歐洲也以噶舉派最為積極，在各國設有寺院與坐禪中心，大多冠上「羯磨」的名稱，如法國的羯磨平措曲林，荷蘭的羯磨曲培林，丹麥的羯磨楚傑林，波蘭的羯磨洛珠江措林，希臘的羯磨珠舉曲林，德國的羯磨丹傑林。寧瑪派在歐州傳播歸功於比利時的弟子，拜甘珠爾活佛為師，法號為貢桑卻吉多傑，1973年在布魯塞爾成立烏金貢桑曲林，後在各國建立一系列的寺院。格魯派的土登耶喜活佛以西方的方式來傳揚佛教，1976年在英國成立文殊師利佛學院，吸引歐洲人對佛教哲學與禪定做深入的研究，1984年圓寂，轉世到西班牙靈童，成為西方人士關注的焦點。薩迦派以亭列林仁波切為宣教主力，有專門的通訊與佛學季刊（註36）。

    藏傳佛教能在西方社會傳播，與當代資本社會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有著密切的關係，不只是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向其他社會傳播，同樣地其他社會的文化也會向西方社會傳播，全球各地隨著交通往來的便利，文化間的交流與互動更為頻繁，宗教也打破了傳統地域性的宣教空間，彼此雙向傳播的速度與強度逐漸地增快與擴散。藏傳佛教從1960年代邁向全球體系的文化通路上，從西藏到印度再轉向全球各地，跨越了現存世界的文化限制進行新的信仰領域的聯結，將一種地方性的宗教進行全球範圍性的傳播，宗教不再受種族與國家的束縛，人們可以重新選擇自己的價值觀念與信仰世界，彼此間能相互作用、滲透與交叉，形成雜交互動的多元文化，處在並列、融合與求同存異等狀態（註37）。藏傳佛教能從傳統邁向現代，進行新的文化認同，以全球擴散的方式，重新整合宗教自身的精神內涵，來面對一個日愈失序與衝突的全球社會，滿足人類生命主體再秩序化的渴望（註38）。

    在藏傳佛教全球化的過程中，台灣的歷史地位就更為突出，對應著赤化大陸的中共政權來說，仍保有著部分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藏傳佛教，雖然是零星地各自發展不成氣候，卻延續了藏傳佛教在漢地開拓的信仰命脈，雙方的再接觸不是從零開始，是在現有的基礎上提供了不少發展的契機。另方面，台灣在宗教全球化過程中一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台灣開放的環境與人口的世界性流動，全球各地的宗教浪潮幾乎一波一波地湧入台灣，各自探尋與開拓其發展的因緣，這些宗教團體規模或許不大，種類卻極為多樣與複雜，稱台灣為世界宗教的博覽會是相當貼切。台灣不只是全球宗教的輸入國，同時也是輸出大國，主要以佛教、一貫道與各種新興宗教團體，如佛光山、慈濟功德會等已成為全球化的大型宗教組織，其他各佛教山頭也紛紛建立海外據點，一貫道的各個支系在東南亞、澳洲、美洲、歐洲等地有相當大的勢力，新興宗教如盧勝彥、清海等人教團也遍及五大洲，其他宗教或氣功團體也各自因其海外關係而擴散。台灣可以說是宗教全球化的核心，是處在時空壓縮的全球環境裏，共享全球認同與精神認知（註39）。藏傳佛教以其在西方社會的宣教經驗，以智慧開啟的修行方式，能應著全球化的風潮紛紛地轉進台灣。

    第二、關係的改善與政局的開放：藏傳佛教在台發展的背後始終糾纏著複雜的政治情結，這涉及到雙方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種種恩怨，很難釐清與消解，從清末的反漢運動以來，國外勢力的介入，西藏與國民政府一直存在著緊張的關係。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藏傳佛教，主要是內蒙古格魯派，以及南康薩迦派與格魯派的喇嘛，受到國民政府的禮遇，如內蒙古七世的章嘉活佛，擔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總統府資政與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活動較為保守，少公開傳法。當時宣揚藏傳佛教的主力是習密的漢人上師，這些上師由於師承關係的複雜，與西藏各派喇嘛也較為疏遠，但奠定了藏傳佛教本土開展的基礎。西藏喇嘛與中共政權交惡後，也有禁令不准喇嘛與台灣國民政府來往，在印度的西藏的流亡政府與國民政府，還是處在冷凍的狀況中。

    其中夾雜著不少歷史性的衝突情結，由於中共對西藏的血腥鎮壓，更強化了藏民對漢人的痛恨情緒，加上國外政府海外情志人員若干反藏獨的活動，造成蒙藏委員會也被污名化，將台灣視為中共以外的次要敵人（註40）。到了1980年代西藏喇嘛在歐美打下了宣教基礎後，也將觸腳伸入亞洲各國，台灣成為首當其衝之地，一些與達賴喇嘛較為疏遠的派支，突破禁令來台發展。早在1980年申書文上師的頁噶精舍與噶瑪噶舉派接上線，成為引薦藏僧來台弘法的主要據點，如1980年的創古仁波切，1981年的噶塔仁波切、天珍喇嘛等，1982年的巴都仁波切、剛噶喇嘛、卡盧仁波切等，在二、三年間就分別在各地成立了十個中心，發展相當的快速，也吸引了其他支派的來台弘法，1983年薩迦派的德松仁波切登台弘法，1984年寧瑪派的敦珠法王應金剛乘學會邀請來台，為民眾加持與灌頂。最晚來台的是執政的格魯派，因政治態度的堅持，未有來台弘法的計劃，直到1988年才有在美國耶喜喇嘛與梭巴仁波切創立的護持大乘法脈聯合會來台探路。

    宗教與政治是很難完全切離，藏傳佛教在台發展利益，也帶動了雙方政府間的接觸。其中台灣政治環境的變局也是重要因素，解嚴以後，台灣加速民主化的進程，另方面本土勢力的抬頭對西藏獨立的問題不再敏感，雙方在面對中共強力的打壓下，反而有著天涯淪落人的共同感受。台灣的蒙藏委員會解嚴後在工作方向上有很大的轉變，尤其是張駿逸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積極推動雙方的友好聯誼，改變了西藏流亡政府對台灣的刻板印象。1993年李登輝總統公開贊同達賴喇嘛提出的五點和平計劃與史特拉斯堡演說，表達高度的善意，1996年李登輝總統就職時，達賴也致函道賀，顯示雙方的關係有逐漸升溫的趨勢（註41）。但是由於達賴採務實政策向中共有善意的舉動，再加上1990年爆發台灣與西藏有交換情報的消息，於元月9日裁定斷絕與台灣友好的一切關係。雙方的升溫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外交關係上，而是民間的宗教交流，1997年與2001年達賴喇嘛的兩次來台，都是由民間的宗教團體邀請與招待，幾場大型的開示演講與灌頂法會，吸收上萬信眾的參與，台灣也經由達賴的來訪提高國際的曝光率。顯示雙方以民間的宗教交流方式，避開政治的禁忌範疇，保持著相互溝通的渠道。

    第三、台灣民眾游宗的信仰情操：藏傳佛教在西方社會的傳播是有著很大的阻力，其信仰群眾是要有著「改宗」的勇氣，所謂「改宗」即從原來的宗教信仰轉移到另一個宗教信仰，這不單是形式的轉變而已，還涉及到認同、意義與生命的徹底重組（註42）。除非對藏傳佛教有強烈的神聖經驗與體證，否則一般民眾不會輕意地放棄自己原有的信仰，這是面臨著生命相當大的轉捩點，進行全盤與徹底性的轉變，其中蘊含著激烈的價值變遷，會以更大的熱力堅定其新的宗教感情，西方人一旦轉變其宗教信仰時幾乎是全心投入，也因此助長了藏傳佛教的宣教動力。藏傳佛教在台灣傳播的阻力較小，但要凝聚民眾堅強的信教與修行熱誠大為不易，這涉及到台灣民眾不同的信仰情感，此一情感讓藏傳佛教能快速崛起與流傳，但也隱藏著發展的危機。

    台灣民眾重信仰的本質，忽略宗教的形式，是以混入世俗生活的方式來交接宗教，以儀式操作來滿足信仰所需，是採「游宗」的方式，以信仰的自由體到處游走於寺廟宮觀之間，也不受限於皈依的入教儀式，只要因緣充足，也可以同時拜好幾個師父與入好幾個教（註43）。一般民眾是以遠來和尚會唸經的心態來禮奉藏僧，渴望這些喇嘛顯現神通，來化解累世業障與獲得現世福報，沒有「改宗」的信仰壓力，而是以開放游走的方式進入到宗教的精神領域之中，強調的是「宗」的信仰利益，跳脫出「教」的組織與限制。台灣民眾將藏傳密宗視為佛教的一種形態，甚至等同於民間信仰的宗教活動，較熱衷於灌頂與法會的參與，崇拜其修行感應的神通與法力，追求的是修法消災祈福的神奇與靈驗，較不重視密修次第的神聖體驗。有的團體給信徒的加持物也投合民眾求財的心態，如各式財神唐卡、神像、寶瓶，或財神法加持過的寶物，坊間商人也以修密招財作廣告，販賣各種密教文物、法器與飾品，標舉其解厄的神祕加持力。民眾這種游宗心態或許有些功利，卻有助於宗教擺脫形式的糾葛來廣結善緣，直接相應於人類本性的精神需求與心靈創造。

    藏傳佛教也吸引了不少知識分子的皈依與修行，這是奠立在台灣佛教長期經營與發展的基礎上，各個法脈與寺廟經由教育的耕耘培育出不少的人才，致力於弘法宣教的傳揚，開拓出當代人間佛教的興盛時期，藏傳佛教的傳入正好趕上這波風潮。有些有意修行的信徒無法從台灣漢傳佛法中獲得滿足，在因緣聚會下有的轉向於南傳佛教，有的轉向於藏傳佛教（註44），這種轉向沒有改宗的衝突問題，是在同一佛法的認知下，追求更相應於佛陀的修行法門，密宗的各種法門與修行次第，可以更精進有效的幫助修持累積生命淨化的資糧，超越出顯密之間意識形態的衝突，直接從學法修法中領悟佛法的精髓。不只是知識分子游走於各種顯密法門，也有些顯教的出家修行人也打開門戶之見，兼修密傳法門，協助藏傳佛教在台弘法，如寧瑪派敏珠林法王灌頂法會是由漢傳悟空法師主辦，達賴喇嘛兩次來台訪問弘法是由光德寺淨心法師出面邀請與招待，日常法師直接以西藏的經典與修行法門積極傳教。也有些民間的宗教英才游宗到藏傳佛教，如鸞堂的楊贊儒與林重修等人，改以上師的身分來弘教傳法，助長藏傳佛教深入民間信眾的發展勢力（註45）。

    第四、豐渥的經濟捐助與供養能力：1980年代正是台灣經濟景氣所來的社會繁榮，也帶動出宗教組織的蓬勃發展，能取得維持營運所需的資源因應而起，蔚成新的宗教浪潮，不僅島內教團紛立百家爭鳴，也吸引海外教團的傳入。宗教的發展與經濟的興衰是成正比，這中間還包括了社會結構的轉變，傳統由政治威權體制所操縱的宗教專賣、壟斷、獨佔等保護政策已窒礙難行，人們物質生活雖然富裕，但是原有的道德規範與倫理價值卻逐漸的瓦解，破壞了日常的生存秩序與應對法則，在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心靈反而窒息於競爭與緊張的商業活動（註46），重新轉向於對宗教精神領域的求助，其方向主要有二，一是對宗教儀式的依賴，熱絡了民間信仰、道教、佛教等消災祈福的法會活動，藏傳佛教以其新穎與神奇的科儀文化，依附於傳統宗教的生態環境而快速崛起，其具有法力與神通的加持灌頂滿足民眾靈驗的追尋。二是對宗教修持的探究，導致各種修行法門的崛起，各以其超常心理體驗的實踐方法來吸引眾生，傳統宗教已無法在政府的保護下取得傳教的優勢，必須調整其宗教形態以利於世俗傳播，藏傳佛教以其層次井然的修道次第，在深奧哲理與感應神能的宣傳下，迎合信徒消費的市場機制，取得弘法宣教的優勢。

    台灣人民熱衷於宗教信仰的投資與報酬，經濟的富裕讓宗教團體如滾雪球般吸納大量的社會財力資源，但是當宗教團體投合信眾需求獲得經濟資源時，造成經濟活動受到市場經濟邏輯的操縱與支配，走向類似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制度，對自身宗教神聖性的堅持與世俗化的操作間有著兩難的困境（註47）。台灣經濟的富裕與信徒樂善好施的金錢供養，是藏傳佛教傳入台灣重要的背景因素之一，流亡在印度的藏僧，失去其家鄉原有的經濟支援，靠國際人道的援助相當的有限，其西方的傳教活動雖然活躍，但歐美人士習慣以鮮花禮物供養，較少金錢供養，也很難回饋在印度寺院的重建工程。各派藏僧來台弘法也大多帶有著吸納供養基金的責任，如嘉察仁波切要求台灣信眾援助錫金隆德寺大寶法王根本道場一百多位僧眾的生活道糧，以及培育喇嘛的教育經費，各教派在流亡地區重建寺院、佛學院、閉關中心，或回藏區重建祖寺，其資金來援大多仰賴台灣信徒的供養金。

    在經濟的誘因下，也產生了不少的弊端，如有藏胞化裝成喇嘛來台打工，也有藏胞偽作喇嘛為人修法與療病，引發詐騙事端。有的年輕喇嘛放棄修行來台通婚還俗，也有的喇嘛經不起財色的誘惑，時有各種變質的傳聞（註48）。顯示經濟資源對藏傳佛教的在台發展有利有弊，其神聖性的宗教傳播不應著重在信徒供養的財物捐獻，更不能隨著經濟景氣的興衰調節其弘法的腳步，沾染著世俗性的市場取向，難免夾雜著濃厚的功利色彩，如近年來台灣經濟景氣不佳，密教的法會活動萎縮，來台藏僧人數的減少，在台的佛學中心有的在經費上難以為繼，信徒也有減少的現象，表面上蓬勃發展的藏傳佛教，卻受限於經濟條件而空洞化，加上大部分喇嘛的過渡心態，缺乏在台紮根的具體努力，難以吸收信眾持續的投入與參與。當台灣各個藏傳佛教中心以祖庭寺院募款為重要任務時，缺乏了落實本土的發展計劃，則無法實現其宗教終極意義的組織運作使命。

    以上四種背景因素不是個別存在的，而是因果式的相互影響，藏傳佛教進入到經濟結構變遷的現代社會，可以採用新的宗教運動形態來滿足現代人心靈上精神需求，可是當不自覺地運用當代文明的組織模式，進行系統性的行銷與傳播，獲得全球化的發展空間，卻同時無法避免現代化過程中引發的生存危機，導致藏傳佛教在神聖化與世俗化的調適出現了一些問題。藏傳佛教雖然在精神領域上打動了現代人的心靈皈依，可是在世俗化的擴張與傳播下，也可能迷失在工具的異化形式中，將內在神聖性的宗教領域掉落到講究功利與實效的現世體制，表面興盛的繁榮景觀，卻隱藏著各種可能失序的生存挑戰，尤其是過度地依賴現實社會的經濟條件與物質生活，忽略了其以生命為主體的人文精神與宗教情懷，只成為滿足民眾現實利益的工具理性，缺乏了來自信仰的精神實現與價值認同。

七、藏傳佛教在台發展的省思

    藏傳佛教能從地域性的西藏走向全球，是有其特有的魅力與殊勝之處，掀起新的宗教浪潮，其深入台灣的弘法事業，能以複雜修行技巧，吸引了不少原有佛教徒的趨之若鶩（註49），也逐漸能與本土的漢傳佛教鼎足而立，蔚成一股新興的佛教勢力。這是藏傳佛教長期的自我更新與奮鬥而來的成果，培育出不少修法與宣教的人才，以其心靈明澈的修行智慧成就其為引領眾生的導師，經由神聖的精神體驗開啟出弟子們內心本性，體悟到精神性的生命存有價值。在日愈世俗化的現代環境中，藏傳佛教有如照亮黑暗世界的一盞明燈，以其次第證悟的修行法門，來精進個體的無量智慧，以神聖性的修持跳脫出各種生存困境。

    藏傳佛教在宗教神聖領域的實踐上是值得尊重的，其依準佛教宗義的學思與修行，可以協助人們消除人生的無常與生死的無明，各派的心觀與修法，以斷除我執的煩惱痛苦，引領現代人在心靈上的自我解脫之道。問題是一個神聖性的宗教進入到當代充滿暴力、混亂與污染的世俗化社會，除了以修行來開啟生命的能量超越出外在環境的限制，解脫苦難復歸寧靜外，也必須關注到外在世俗化社會對宗教神聖性的消耗與破壞，在積極適應現代化的生態環境中，更要培育出對治現代化的創新能量（註50）。所謂對治現代化，不是要與現代社會相對立，而是要在現代化的歷程中進行自我調適上遂的轉化與更新，要具有著對治失序的情懷與能力，以神聖的體驗來成就長治久安的生存智慧。藏傳佛教在台灣的發展，在榮景背後有不少需要深思與反省的課題：

第一、學術領域的研究問題：藏傳佛教雖然著重在傳法的信仰活動上，但是不能忽略其辯經的學術傳統，除了藏僧五部大論的鑽研外，也應積極推展佛法學術化的研究運動，除了培養品行與學問兼佳的出家眾外，還要有更多在家的學術菁英帶動研究風潮，提供更為豐富的宣教資糧。台灣目前藏傳佛學的研究是歐陽無畏（君庇亟美喇嘛）所培養一批台籍的學術人才，進入到漢傳的佛學研究所帶動藏文與密教的學術風氣，如中華、法光、圓光、福嚴等佛學研究所開設有藏文與藏文佛典等課程，還有南華大學、玄奘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等宗教研究所也重視藏文與藏文佛典的教學。反觀各派藏傳佛教在台佛學院的規模不大，在藏文的教學上都難以為續，更何況佛學的學術研究。台灣藏傳佛教的學術研究反而要借助本土佛教團體的協助，如中華佛學研究所在蒙藏委員會、蒙藏基金會、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等單位的共同補助下，成立「漢藏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班」、「漢藏佛教翻譯人才培訓班」等來代訓人才，那麼各派有無學術發展的規劃，南投縣台灣辯經學院的籌設，顯示藏傳佛教有的已重視學術研究的落實工作，但是這是需要大量的財力與人力的支援，沒有毅力與恆心是無法完成的。

第二、著譯作品的刊行問題：以藏傳佛教在台發展的規模來說，藏文佛典的翻譯與出版事業是不成比例的，目前對台灣教界具有影響力還是民國初年法尊法師所譯的幾部大典，其次是君庇亟美喇嘛的學生或再傳學生所譯，有八成是中華佛學研究所提供的研究環境中撰寫而成（註51）。各派在藏文佛典的翻譯與出版上不太用心，重視的是各派的儀軌修法與上師的開示法語，對於經律論典籍與傳承教史類著作缺乏有系統的翻譯與出版計劃。坊間的出版品大多是市場取向的書籍，偏重在對密法的渲染或生死的奧祕，或者是藏傳佛教中心的弘法作品，大多是屬於宣傳與指引修行的資料（註52）。藏傳佛教要在台灣生根發展，就必須有完整的傳法典籍與文獻，讓弟子有修學的憑依與基礎，不能只靠開示的法語沈迷在對上師的崇拜上，失去了依法不依人的信仰教養。教團要指引信徒正確的修行法門，就應該在著譯與出版事業上下點工夫，才有助於知見領域的開拓，避免負面不正確信息的流通。

第三、經典研讀的教學問題：藏傳佛教承續了晚期印度大乘的學風，重視因明的思辯方法，強調經由聞思才能修所成慧，除了大圓滿與大手印等修行外，深入於佛教義理的研習與論辯，能直探甚深空性，融會貫通各經論的要義。近年來格魯派在台積極發展，有不少博學精思的格西來台講課或傳法，還有日常法師推動的廣論班，要求按部就班修習「四皈依」、「八關齋戒」等法目，是目前台灣較為嚴謹的藏傳經典研習班，另外大乘四攝學會成立台灣辯證學院直接與印度辯經學院合作，請格西來台講學與教授，但是整體來說，經典的開講與研讀的風氣還是相當低潮，大部分藏傳的佛學中心，大多只有每個月的法會與薈供，或不定期的活動，每週能保持定期的共修的中心不到一半，競相熱衷於傳法灌頂的活動，忽略了經論研習與共修活動，產生了接受傳法灌頂者眾，修法者少的情況，表面上的蓬勃發展，實質上似乎還是相當的空洞（註53）。

第四、密法傳授的修持問題：面對台灣游宗的信眾很難要求他們定下心來修行，比較熱衷於「跑中心」，到處去結緣與灌頂，游走在各喇嘛之間尋找相應的明師。若正式跨入修法的階段，也大多是受限於時間或客觀環境修修停停，很難專心一意的修法，既使是簡化的儀軌對忙碌的信眾還是相當大的負擔，經濟條件較好的人，寧願以佈施的供養請喇嘛代為修法，企圖以財力的護持來獲得神聖的福報。加上民眾過於重視修法的體驗與感應，常以追求神通的心態來要求立即開悟，當修煉無法契入與突破時就會喪失信心半途而廢，能夠有求法熱忱堅持下去的人並不多，導致佛學會或佛學中心常有後繼無人的困境。藏傳佛教雖然以密法的修行次第吸引不少顯教信徒，卻未必能這些信徒留下來修法，大多數還是渴望身心困頓的解脫，追求神通的展現與靈驗。這是各佛學中心傳法的兩難困境，若過於投合民眾的需求則加速世俗化的墮落，若堅持儀軌的修煉則曲高和寡難以發展，突破這兩難困境是需要領導者重新思考，如何建構新的創意修行次第，能在世俗化的現代社會中保有其神聖性。

第五、師徒互動的傳法問題：雖然有不少法王、仁波切來台舉行弘法大會，帶動宣教的熱潮，這些喇嘛或許學養實修具佳，大多無法常駐台灣，派遣來台的藏僧則良莠不齊，有的不具備傳承帽與宣講佛經的資格，卻常被聘請為上座來傳法灌頂。有資格傳法的藏僧也常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與認知的差異，加上語言間的溝通障礙，產生不必要的誤會與爭執。藏僧與信徒間的互動問題，嚴重地影響到傳法的發展，有正式藏傳師承的直屬密宗道場，若缺乏發心護持的經營人才，往往形如空殼停滯不前，有些仁波切想要在台紮根也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反而是台籍的喇嘛與上師沒有語言的溝通限制，也能因地制宜在傳法作適當的調整與轉化，能吸引大量信徒的皈依與修法。這些上師有的是留學印度具有正式堪布學位的喇嘛，或者是被認可的轉世活佛，但是也有一些民間的宗教人士，游歷各種宗教之後轉修密法，取得上師或仁波切的名號，在傳法上雜融了有關禪修、氣功、觀想等方法，雖然有本土紮根的功效，但也可能導致傳法間的衝突與對立。加上台灣佛教界顯密間的修行爭論，正法與外道間的批評永不止息，互相指責對方是破壞佛教正法的大惡業（註54），在這樣的情況下，藏傳佛教有必要重新反省其傳法過程中的可能引發各種世俗衝突的問題。

第六、法會儀軌的靈驗問題：藏傳佛教以其特有的修行儀軌，密集舉辦各種共修法會與灌頂儀式，以其神聖的證悟能為民眾修法消災。這種法會儀軌的方式相當投合台灣群眾的信仰形態，渴望能透過神人交感的神聖經驗來解決現實生活的疑難雜症與吉凶禍福，能獲得消災解厄等現世福報。來台傳法的藏僧大多被渲染為證悟緣覺菩提的聖者，能以神通加行的示現境界來護持結緣的眾生，吸引民眾樂於接受傳法灌頂，相信在大師們的加持下可以心想事成與所願皆遂。如此熱衷於靈驗體現的民眾能夠讓藏傳佛教快速地崛起與發展，同樣地也會因流行浪潮的衰退，失去了神通靈感的魅力，造成後繼無力的困境。藏傳佛教要自覺到修法儀軌帶有著濃厚的民間信仰的色彩，民眾是以靈驗性與功利性的需求來接納藏傳佛教，大多數的人缺乏修行的決心與勇氣，只是沈迷於儀式作用下消災祈福的功能，汲汲營營的是消除業障的法力。若藏傳佛教無法提供加持的神蹟，就會失去供養的民眾，可是加強靈驗的儀式宣傳，是藏傳佛教宣教的目的嗎？

第七、供養經費的用途問題：達賴曾強調心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而不是金錢，認為佛法是達到究竟自在的方法，金錢與財富只能促進俗世的成功，人的積極追求應該同時包括究竟的目標與俗世的成功（註55）。藏傳佛教接受信眾的財物與金錢的供養，應該是基於精神上與教育上的目的，儘量避免個人欲望的貪染心，更重要的是要教導信眾對佛法的領悟與實踐，不要掉落到金錢與權力的執著與遊戲之中。很遺憾的是，有不少台灣民眾缺乏如此精神體驗的宗教教養，常將神聖的儀式轉變成滿足現實利益的工具，企圖以靈驗獲得世俗幸福的立即保障，經濟的富裕助長了暴發戶心態與誇富宴式行為，精神追求與物質利益合而為一，偏重在祈安求福的金錢遊戲。藏傳佛教無法改變民眾這樣的心態，最起碼要有神聖自覺的能力，不要以修法儀式來投合民眾招財進寶與萬事如意的福報需求，在供養經費的運用上，不要只抱著廣結善緣的過渡心態，將善款運出台灣充作其印度或尼泊爾寺院的擴建經費，應該有適當的比例作為本地弘法的推展經費。

第八、本土紮根的弘法問題：藏傳佛教是佛教傳入西藏延續著一千三百多年的宗教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藏傳佛教不再是藏人的專利信仰，在日愈縮小的世界中應該強調的是宇宙責任觀（註56）。是從人性的本質處追求共同的圓滿開悟，是融入於心靈中的智慧修行，是超越出地域範疇的世界宗教，可以紮根於任何現代社會的生存空間中，擺脫種族、文化、宗教與哲學等背景的差異，進行融合與互通的生命關懷。藏傳佛教在台灣傳播，不是要取代漢傳佛教原有的本土地位，而是要打破外來宗教的文化隔閡，融入到台灣宗教的生態環境，成就其紮根於本土的弘法事業。藏傳佛教支派紛立各有傳承，在教理與修證上各有其不同的見解與抉擇，在一個共名下也是百家爭鳴，或許各種大小顯密的經典與法門，都是引導眾生成佛的方便途徑，不宜掉在法脈傳承上互爭正統，當代還有不少依附於藏密的新興教團，彼此各自標榜為真正佛教的解脫法門，引發出不少惡性的競爭，形成彼此敵我不兩立的戰鬥意志，在惡劣的互鬥與糾纏下，消耗掉更多本土紮根的文化能量。

八、結論

    西藏是一種特殊的地方政教合一形態，達賴喇嘛是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政治領袖，以在印度的流亡政府引起國際的重視，以非暴力的慈悲關懷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對於自由、人權的努力在世界上聲譽卓著（註57），進而帶動了藏傳佛教的全球傳播，且在台灣形成發展的浪潮，激發民眾信仰與修法的風氣，逐漸與漢傳佛教鼎足並立，成為重要的佛教支派。

    台灣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以開放的心態迎接世界的宗教潮流，各種外來宗教與新興教團都能毫無阻擋的來台宣教，加上台灣佛教的復興與蓬勃發展，更為藏傳佛教奠立良好的發展基礎，乘勢而起取得弘法宣教的優勢，以其超常心理體驗的修行法門，協助民眾以不斷精進的修行智慧，滿足宗教性與社會性的生活需求，以莊嚴廣大的證道境界，凝聚出強勢的運動聲浪。

    藏傳佛教雖然在台灣取得宗教傳播的一席之地，但面對著重視靈驗的世俗民眾，若缺乏神聖領域的自我堅持，也可能導致其精神修持法門的異化，成為民眾滿足現實利益與現世願望的祈福工具。藏傳佛教除了要將宇宙法則實踐在儀式中維持人文的生存秩序，更要不斷進行新時代的調適與轉化，遠離媚俗與庸俗的手段來謀取不當的利益，這需要以修行的智慧來提昇人性的自覺，不要讓宗教的神聖力量在現實社會中不自覺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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